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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是关系社会福利水平的两个重要指标ꎬ但具体到地方官员施

政中ꎬ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策略安排ꎮ文章首先基于博弈模型构建了一个官员竞争博弈场景ꎬ通
过逻辑推导ꎬ证明官员在竞争博弈中的相对优劣状态差异是导致官员策略差异的原因ꎮ其次ꎬ运
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官员策略差异对辖区“经济福利”和“环境福利”的影响ꎮ回归结果

发现ꎬ官员年龄差对环境治理会有不同影响ꎻ低于平均年龄的官员在 ＦＤＩ、税收、固定资产投资等

“经济福利”指标上显著高于同级官员２. ５９万元、０. １３万元和０. ４１万元ꎻ而高于平均年龄的官员

比同级同行在“环境福利”上有更优秀的表现ꎬ在固体废弃物、废气、废水等指标上显著低于同级

官员的５２吨、２１吨和６吨ꎮ作为弥补ꎬ较年轻官员会采取“踩跷跷板”策略ꎬ在一些显性环境治理指

标上“适度有为”ꎬ例如提高环保投入占比ꎬ以回应中央及公众的关切ꎮ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中

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干部晋升考核体系中应进一步突出“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并强化官员的全

局意识ꎬ激励官员关注辖区非经济福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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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我国集权型政治体制之下ꎬ经济增长是地方官员考核和提拔的重要依据[１]ꎮ这种“晋升锦标赛”在
社会经济高速增长阶段ꎬ激发了地方官员为展现个人执政能力而展开的各种有助于提升辖区经济福利的

活动ꎬ如吸引 ＦＤＩ、刺激投资等ꎮ但是ꎬ在高质量发展阶段ꎬ只强调经济增长显然已无法满足中央提出的“五
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要求ꎬ地方官员在“晋升锦标赛”
中必须从单项目竞争向多项目竞争转变ꎮ那么ꎬ在“经济福利”与“环境福利”两个经常发生冲突的目标上ꎬ
不同的地方官员会如何平衡两者?年轻官员与年长官员两类官员是否会基于自己在年龄、阅历上的相对优

劣势而采取不同的策略ꎬ例如某一类官员更侧重经济绩效ꎬ另一类官员更侧重环境绩效?回答此问题并分

析不同行为背后的策略机制ꎬ在理论上有助于解读官员行为差异的原因ꎻ实践上则可充分利用此机制有效

激励地方官员在辖区非经济福利方面投入更多精力ꎬ对于解决当前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参

考意义ꎮ

二、 文献述评

现有文献大部分是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ꎬ考察官员行为与辖区“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ꎮ该理论认

为ꎬ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官员治理机制促使地方官员不遗余力地提高所管理辖区的

经济绩效ꎬ以换取下一轮竞争的入场券[１]ꎮ只重视经济增长所导致结果是对教育[２]、公共服务[３]、环境[４－５]

等非经济福利关注不足ꎬ确实也有众多文献通过经验证据证实了部分地方官员围绕提升经济绩效而降低

辖区内环境规制、以环境换经济的行为ꎮ然而现实中ꎬ我们也发现许多官员的行为并不总是向“经济福利”
收敛的ꎬ相反ꎬ这些官员也会“自发”地追求辖区内的“环境福利”ꎬ例如在一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媒

体报道中可以发现一些城市热衷于“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一” “最宜居城市” “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领

先”等非经济成就ꎮ现有研究对于此类官员看似违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行为并没有给出理论或实证上

的解释ꎮ
本文认为ꎬ在官员治理机制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ꎬ“晋升锦标赛”理论依然能够解释官员间的竞争ꎬ

只是上级所关注的指标由原先的经济增长单一指标转变为经济、环境等多重指标ꎮ多目标为下级官员提供

了策略选择的可能ꎬ某位官员的行为会因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劣状态变化而发生变化ꎬ即形成博弈过程ꎮ作
为对现有文献的补充ꎬ本文的边际贡献是:(１)从“智猪博弈模型”出发ꎬ通过理论推导ꎬ解释为什么即使处

在初始条件相近的城市ꎬ地方官员在晋升竞争中仍可能采取不同策略ꎬ一些官员侧重发展经济而另一些则

侧重环境福利的提升ꎻ(２)实证检验地方官员不同策略对辖区“经济福利”和“环境福利”的影响ꎮ

三、 分析框架

(一) 博弈场景构建

智猪博弈模型的特点是:(１)参与者有明显的能力偏向区别ꎻ(２)参与者可以客观评估自己与对方能

力ꎻ(３)参与者只能选择一种行动策略ꎬ没有中性选择(踩踏板或等待)ꎻ(４)两个可选策略有明显优劣区

别(踩踏板有成本ꎬ等待无成本)ꎮ最终两者的理性选择是:当对方有“等待”这个非常明确的优势策略时ꎬ
己方会主动选择“踩踏板”ꎮ因为相比于与对方正面交锋ꎬ采取看似次优的“踩踏板”策略会使己方还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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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收益的机会ꎮ根据智猪博弈模型的以上４点特征ꎬ构建以下博弈场景:
１. 博弈参与者:参与者为某地方官员 ｉ 及来自全国范围内的同级官员 ｊꎻ
２. 可选策略:(１)追求辖区内“经济福利”最大化ꎻ(２)追求辖区内“环境福利”最大化ꎮ为简化分析ꎬ限

制每位参与者只会选择其中一种事务全力以赴ꎮ
３. 完全信息博弈:基于完全信息ꎬ参与者可以准确地评估自己及对手的能力ꎮ

　 　 　 　 　 　 　 　 　 　 　 　 　 　 　 　 　 　 　 　 　 　 　 　　
　

　
　

　
　

　
　

　 　　　　　　　　　　　　　　　　　　　　　　　　
　

　
　

　
　

　
　

　
　 表１　 地方官员博弈支付矩阵

官员 ｊ
经济事务 环境事务

官

员

ｉ

经济

事务

αｉｗｉꎬα ｊｗｊ

情景１
αｉｗｉꎬ(１ － α ｊ)ｗｊ

情景２
环境

事务

(１ － αｉ)ｗｉꎬα ｊｗｊ

情景３
(１ － αｉ)ｗｉꎬ(１ － α ｊ)ｗｊ

情景４

４. 禀赋状态:所有参与者的禀赋在本质上是

相同的ꎬ无论哪位参与者将其所有禀赋贡献给社

会ꎬ则整个社会获得的福利增加均为 ｗꎬ即 ｗ ｉ ＝
ｗ ｊꎮ①虽然两位参与者禀赋相同ꎬ但在具体处理“经
济事务”和“环境事务”时的能力各有突出ꎬ设侧

重在“经济事务”的概率为 αꎬ侧重“环境事务”的
概率为１ － αꎮ

根据以上假设ꎬ可得如表１所示的博弈支付矩

阵:(１)官员 ｉ 若选择从事经济事务ꎬ其能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期望值为 αｉｗ ｉꎻ若选择从事环境事务ꎬ其能给

社会带来的福利期望值为(１ － αｉ)ｗ ｉꎻ(２)官员 ｊ 若选择从事经济事务ꎬ其能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期望值为

α ｊｗ ｊꎻ若选择从事环境事务ꎬ其能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期望值为(１ － α ｊ)ｗ ｊꎮ
５. 前面已说明ꎬ两位参与者能力各有突出ꎬ可进一步假设:官员 ｉ 的经济事务处理能力优于环境事务处

理能力ꎬ即 αｉ >
１
ｉ ꎬ１ － αｉ <

１
ｉ ꎻ官员 ｊ 的环境事务处理能力优于经济事务处理能力ꎬ即１ － αｊ >

１
ｉ ꎬαｊ <

１
ｉ ꎮ

(二) 博弈过程

如果上级政府更重视“经济福利”ꎬ则很可能一开始两位参与者均从事经济事务ꎬ即博弈由情景１开
始ꎮ首先ꎬ由于官员 ｉ 在经济事务上的处理能力强于官员 ｊꎬ两者创造的福利值 αｉｗ ｉ > α ｊｗ ｊꎬ上级政府更可

能提拔官员 ｉꎻ其次ꎬ作为掌握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ꎬ官员 ｊ 评估自己与对方的能力后ꎬ会避免与官员 ｉ 在
经济事务上正面竞争ꎬ并退而选择将所拥有的禀赋投入环境事务中ꎬ以发挥自己在处理环境事务上的比较

优势ꎻ最终ꎬ博弈进入情景２ꎮ
同理ꎬ如果上级政府更重视“环境福利”ꎬ则很可能一开始两位参与者均从事环境事务ꎬ即博弈由情景

４开始ꎮ首先ꎬ由于官员 ｊ 在环境事务上的处理能力强于官员 ｉꎬ两者创造的福利值(１ － αｉ)ｗｉ < (１ － αｊ)ｗｊꎬ
上级政府更可能提拔官员 ｊꎻ其次ꎬ作为掌握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ꎬ官员 ｉ 评估自己与对方的能力后ꎬ会
避免与官员 ｊ 在环境事务上正面竞争ꎬ并退而选择将所拥有的禀赋投入经济事务中ꎬ以发挥自己在处理经

济事务上的比较优势ꎻ最终ꎬ博弈进入情景３ꎮ

(三) 博弈模型涵义

从博弈模型推导结果可得到以下推论:在上级政府以“经济福利”和“环境福利”作为考核指标且前者

权重更大的情况下ꎬ对于两个处于晋升博弈中的地方官员 ｉ 和 ｊꎬ若官员 ｉ 更容易在经济福利目标上“出政

绩”ꎬ那么官员 ｉ 倾向于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经济事务中ꎻ与此同时ꎬ处于“相对竞争劣势”的官员 ｊ 则趋向于

选择次优策略ꎬ即以提高辖区内环境福利水平为主ꎮ至此ꎬ从理论上解释了官员行为“非收敛”的原因:官
员在竞争博弈中会评估自己与竞争者的相对状态ꎬ并根据相对优劣状态采取不同的策略ꎮ

然而ꎬ在情景２或情景３下ꎬｉ 带来的福利值(αｉｗ ｉ 或(１ － αｉ)ｗ ｉ)与 ｊ 带来的福利值((１ － α ｊ)ｗ ｊ 或 α ｊ

ｗ ｊ)无法确定孰大孰小ꎬ因此官员的不同策略对辖区经济福利和环境福利的影响无法从理论上得到“唯
一解”ꎬ需要实证检验回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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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必须假定就平均意义而言官员在本质上是类似的ꎬ否则上级部门肯定会提拔禀赋较高的官员ꎬ晋升竞争也就不

存在ꎮ



四、 实证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在竞争博弈中官员所处的状态差异对辖区经济福利和环境福利的影响ꎬ设定以下回归方程:
ｙｉｔ ＝ α ＋ βａｄｖｉｔ ＋ γｍａｔｃｈｉｔ ＋ ε (１)

其中ꎬｙｉｔ是一系列衡量城市经济福利水平和环境福利水平的变量ꎻａｄｖｉｔ代表某城市 ｉ 第 ｔ 年在任市长

与全国范围内的同级官员进行仕途竞争时的相对状态:相对竞争优势或相对竞争劣势ꎻｍａｔｃｈｉｔ为一系列匹

配变量ꎬ包括城市层面经济变量和市长个人特征变量ꎮ

(一) 指标说明

１. 核心解释变量“相对竞争优势”的测度ꎮ通常认为在仕途竞争中ꎬ影响官员相对优劣势状态的因素

包括眼界[６]、协调能力[７]、治理经验[８]甚至人际网络[９] 等等ꎮ尽管影响因素众多ꎬ但经过众多学者的理论

论证和不断完善的技术处理ꎬ年龄(绝对年龄或相对年龄)已成为表征官员相对状态的成熟替代指标(表
２)ꎮ例如ꎬ“年少占优”论者认为ꎬ年轻官员对快节奏变化的环境适应力更强ꎬ同时未来晋升的空间更大ꎬ年
轻官员也因此更加重视自身的政绩以追求更高的晋升[１０]ꎻ而“年长占优论”者则认为ꎬ年龄关系到官员的

归属感和角色意识[１１]ꎬ随着官员年龄的上升ꎬ其个人效应政策偏好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１]ꎮ虽然对于“年
长(年少)”究竟是处于“相对竞争优势”还是“相对竞争劣势”ꎬ各位学者基于自身研究视角有不同的看

法ꎬ但就本文而言可以确定的是ꎬ年龄这一变量背后包含了官员在能力、思维、资源等方面的异质性ꎬ足以

区别官员参与竞争博弈时的相对状态ꎬ这里暂且规定年龄较小者具有“相对竞争优势”ꎮ①

从技术处理方法上看ꎬ以年龄表征“相对竞争优势”可分为绝对年龄和相对年龄两种处理方式ꎬ“相对

年龄”又可进一步细分出两种可参考的处理方式:(１)以地方官员年龄距５７岁的距离表征优势大小[１２]ꎮ此
方法的理论依据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提及“官员在本管辖区至少任职３年才能进行下

一次提拔”的规定ꎬ但其缺陷是无法区分“距离”的方向性问题ꎬ例如对某地方官员而言ꎬ５９岁和５５岁虽然

与５７岁距离相等ꎬ但却是“方向”完全不同的两种激励ꎬ作为修正ꎬ熊瑞祥和王慷楷(２０１７)剔除了官员年龄

超过５７岁的样本进行回归[１３]ꎬ但此处理方法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样本损失和选择性偏差ꎻ(２)以官员年龄是

否低于当年样本的平均年龄ꎬ来识别官员是否具有“相对年龄优势”ꎮ低于当年样本中的平均年龄ꎬ则表明

具有相对年龄优势ꎬ赋值为１ꎻ高于平均年龄时ꎬ则赋值为０[１４]ꎮ此处理方法比较契合我国地市级官员仕途

竞争中的零和博弈过程:给定有限数量的晋升资格ꎬ一候选人获得提拔将直接降低另一候选人提拔的概

率ꎬ即一人“所得”是建立在另一人“损失”基础上的ꎮ

表２　 以年龄表征官员相对竞争优势的不同处理方式对比

分类 年龄处理方式 期刊 作者

绝对

年龄

直接以年龄作为变量 经济体制改革 刘胜和顾乃华(２０１７) [１５]

年龄平方 经济研究 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 [１]

就职第一年的年龄 管理世界 韩超等(２０１６) [１６]

相对

年龄

将官员按年龄段分为４组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唐啸等(２０１７) [１７]

若官员年龄低于５５岁ꎬ赋值为１ꎬ否则为０ 经济管理 卢洪友和张楠(２０１６) [１８]

若官员年龄低于当年样本中的平均年龄ꎬ
赋值为１ꎬ否则为０ 中国工业经济 卢盛峰等(２０１７) [１９]

由于实践中很难经验性判断官员的绝对年龄是否构成提拔条件(或障碍)ꎬ而相对年龄优势在中央大

力推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又成为与同级官员竞争的潜在优势ꎬ因此ꎬ本文选择第二

８５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２０ 年

①需要再次强调ꎬ本文所指的“相对竞争优势”或“相对竞争劣势”ꎬ仅用于区别官员参与竞争博弈时的相对位置状态ꎬ
并不表示具有优势的官员一定能够获得晋升ꎮ



种方法区分仕途竞争博弈中的官员相对状态:以官员的“相对年龄优势”表征“相对竞争优势”ꎬ以“相对年

龄劣势”表征“相对竞争劣势”ꎬ具体定义见表３ꎮ
　 　 　 　 　 　 　 　 　 　 　 　 　 　 　 　 　 　 　 　 　 　 　 　 　 　 　 　 　 　 　 　 　 　　

　
　

　
　

　
　

　
　

　
　

　
　

　
　

　
　

　
　

　
　

　
　

　
　

　
　

　 　　　　　　　　　　　　　　　　　　　　　　　　　　　　　　　　　　
　

　
　

　
　

　
　

　
　

　
　

　
　

　
　

　
　

　
　

　
　

　
　

　
　

　
　

　 表３　 变量定义

变量 定义 单位

解释变量

相对年龄优势
１ － 低于当年样本中官员的平均年龄ꎻ
０ － 高于当年样本中官员的平均年龄

虚拟变量

被解释变量

环境

福利

固废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增加值 / ＧＤＰ 增加值 吨 / 万元

废气 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值 / ＧＤＰ 增加值 吨 / 万元

废水 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值 / ＧＤＰ 增加值 万吨 / 万元

公共绿地 城区公共绿地面积增加值 / 城区人口增加值 公顷 / 万人

环境治理投入 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值 / 政府支出增加值 万元 / 万元

经济

福利

ＦＤＩ 全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加值 / ＧＤＰ 增加值 万元 / 万元

税收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税增加值 / ＧＤＰ 增加值 万元 /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加值 / ＧＤＰ 增加值 万元 / 万元

匹配变量

城市

特征

人口密度 年末总人口 / 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万人 / ｋｍ２

人均财政支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 年末总人口 万元 / 万人

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 / 城市人口 万元 / 万人

市长

特征

性别 １ － 男性ꎻ０ － 女性 虚拟变量

工作经历 １ － 团委ꎻ２ － 秘书长ꎻ３ － 办公室主任ꎻ４ － ＸＸ 助理 无序分类变量

教育水平 １ － 本科以下ꎻ２ － 本科ꎻ３ － 硕士ꎻ４ － 博士 无序分类变量

２. 被解释变量“环境

福利”和“经济福利”水平

的测度ꎮ参考现有研究并

从数据可获得性、回归结

果稳健性考虑ꎬ选取工业

固废、废水、废气三个代表

性污染物排放量刻画每个

样本城市的 “环境福利”
水平ꎬ以上三个指标的特

点是:(１)负产出指标ꎮ某
地区越高的排放值意味着

环境福利越低ꎻ(２) 被动

指标ꎮ这些负产出由企业

生产并向社会“供给”ꎬ政
府或官员无法直接调节这

些负产出的产量ꎮ对应地ꎬ
本文还搜集了两个由政府

“生产” 并可直接调整产

量的主动性正指标作为辅

助分析所用ꎬ包括人均绿

地、环境治理投入ꎮ另外ꎬ本文也整理了刻画“经济福利”水平的 ＦＤＩ、税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对比分析ꎮ所
有被解释变量定义如表３所示ꎮ

３. 匹配变量ꎮ对比不同状态下官员的行为决策及其对辖区经济福利和环境福利的影响ꎬ应从总样本中

抽取“城市特征”以及“市长个人特征”尽可能相似的两组样本进行比较ꎬ对这些因素有效控制后ꎬ才能够

保证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是由官员的相对竞争优劣势差异引起的ꎮ刻画“城市特征”和“市长个人特征”的
非核心变量在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回归中被称为匹配变量ꎬ根据 Ｈａｙｏ(２０１４)、刘海洋等(２０１７)等文献

的建议[２０－２１]ꎬ刻画城市特征的变量包括人均 ＧＤＰ、人口密度、人均财政支出ꎬ刻画官员个人特征的变量包

括工作经历、教育水平、性别(表３)ꎮ匹配变量的作用在下文的方法介绍中有更详细说明ꎮ

(二) 回归方法介绍

传统回归分析方法将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一同代入方程ꎬ这样处理样本时容易出现城市 ｉ 与城

市 ｋ 的初始条件不一致的情况(如图１左所示 ｘｉ≠ｘｋ)ꎬ影响我们对核心变量实际效果的判断ꎮ倾向得分匹

配法的基本思想是模拟自然科学实验ꎬ设置“处理组”和“对照组”ꎬ通过控制核心解释变量以外的因素ꎬ提
高实证结果的可比性ꎮ对于城市 ｉ 来说ꎬ它的福利大小 ｙｉ 可能有两种状态:

ｙｉｔ ＝
ｙ１ｉｔ ｜Ｄｉｔ ＝ １
ｙ０ｉｔ ｜Ｄｉｔ ＝ ０{ ＝ (１ － Ｄｉｔ)ｙ０ｉｔ ＋ Ｄｉｔｙ１ｉｔ ＝ ｙ０ｉｔ ＋ (ｙ１ｉｔ － ｙ０ｉｔ)Ｄｉｔ (２)

式(２)中ꎬｙ１ｉｔ表示城市 ｉ 在 ｔ 年时由一位具备相对竞争优势的官员 Ａ 担任市长时该城市的福利水平ꎬ
相对地ꎬｙ０ｉｔ表示城市 ｉ 在 ｔ 年时由一位相对劣势的官员 Ｂ 担任市长时该城市的福利水平ꎮ显然ꎬ由于该城

市只能处于一种状态(要么由官员 Ａ 担任市长ꎬ要么由官员 Ｂ 担任市长)ꎬ故只能观测到 ｙ１ｉｔ或 ｙ０ｉｔ而无法

同时观测到两者ꎮ根据 Ｒｕｂｉｎ(１９７４)提出的“反事实框架”思路[２２]ꎬ具体做法是寻找城市 ｉ 和城市 ｊꎬ使两个

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其市长的个人特征尽可能匹配(如图１右所示 ｘｉ≈ｘ ｊ)ꎬ这样ꎬ“处理组”和“对照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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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是其官员是否具备相对竞争优势ꎬ进而可以把(ｙ１ｉ － ｙ０ｉ)近似看成由官员竞争博弈时所处的相对状

态差异造成的最终的城市福利值差ꎮ(ｙ１ｉ － ｙ０ｉ)为个案的处理效应ꎬ是一个随机变量ꎬ对于上级决策者而

言ꎬ可能更为关心整个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ꎬＡＴＴ 可以近似理解为传统回归分析中关键自变量的系

数值ꎬ即式(１)中的 β 值ꎬ其表达式如下:

ＡＴＴ ＝ １
Ｎ１

＝ ∑ ｉ:Ｄｉ ＝ １
(ｙｉ － ｙ０ｉ) (３)

式(３) 中ꎬＮ１ ＝ ∑ ｉ
Ｄｉ 为处理组个数ꎬ∑ ｉ:Ｄｉ ＝ １

是对处理组个体的加总ꎮ一般来说ꎬ用于描述城市特征

或市长个人特征的变量 ｘｉ 可能是多维向量(如图１ 中的 ｘｉ 为６ 维向量)ꎬ此时如果直接匹配ꎬ可能很难寻找

到各方面条件均相近的 ｘ ｊ 与之匹配ꎬＰＳＭ 通过 ｌｏｇｉｔ 模型计算每个样本的倾向得分ꎬ将多维向量 ｘｉ 的信息

降至一维后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样本进行匹配ꎬ经平衡性假设检验后ꎬ即可通过计算得到“官员竞争博弈

时所处的状态差异” 对一个城市福利的净影响ꎮ

图１　 传统回归分析与倾向得分匹配回归分析比较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表４　 各期样本年龄特征

年份 样本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２０００ ２４４ ４９. １１ ５９ ３８ ４９
２００１ ２６９ ４９. １３ ６０ ３６ ４８
２００２ ２８４ ４９. ５１ ５９ ３７ ４９
２００３ ２９６ ４９. ０３ ５９ ３８ ４９
２００４ ３０１ ４９. ３０ ５９ ３９ ４９
２００５ ３０４ ４９. ７０ ６０ ４０ ５０
２００６ ３０５ ４９. ７０ ６０ ４０ ５０
２００７ ３０５ ４９. ６４ ５８ ３９ ５０
２００８ ３０５ ４９. ２４ ５９ ４０ ５０
２００９ ３０４ ４９. ９７ ５９ ４１ ５０
２０１０ ３０５ ５０. ４６ ５９ ４２ ５０
２０１１ ３０５ ５０. ５５ ６０ ４１ ５０
２０１２ ３０３ ５０. ３５ ５９ ４０ ５０
总计 ３８３０ ４９. ６９ ６０ ３６ ５０

　 　 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地级城

市层级数据开展ꎬ地区宏观经济、社会统计指标以及

“三废”中的废气、废水指标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ꎬ固废指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
及部分省、市级统计年鉴ꎮ地级市市长数据来源于

“中国地市级市长数据库”ꎬ该库涵盖了除西藏、台
湾、香港、澳门外的３０省３３４个地级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官

员个人信息ꎬ实有３８３０个观察值ꎬ总观测值中男性占

９４. ８３％ ꎬ女性占５. １７％ ꎻ５８. ６５％ 经历过秘书长、副
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助理职位锻炼ꎻ学历分布为本

科以下６. ７０％ 、本科２１. ９５％ 、硕士５４. ４０％ 、博士

１６. ９５％ ꎻ平均年龄为４９. ６９岁ꎬ最小３６岁ꎬ最大年龄

为６０岁ꎬ各样本期的年龄特征如表４所示ꎮ需要指出

的是ꎬＳｔａｔａ 会根据每一次回归自动将样本放入控制

组或对照组ꎬ一些不具可比性的样本将被舍弃ꎬ因此

每一次回归的样本量都有所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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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官员相对竞争优势与辖区经济福利水平

表５的回归结果显示ꎬ官员相对竞争优势与地方经济产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在城市经济水平、人口密

度等条件相似前提下ꎬ同样增加一单位 ＧＤＰꎬ相对年轻市长所任职城市的 ＦＤＩ、税收和固定资产投资显著

高于相对年龄劣势官员担任市长的城市ꎬ分别高出２. ５９万元、０. １３万元和０. ４１万元ꎮ另外ꎬ表５也汇报了处

理组与对照组的观测值是否在共同取值范围中ꎬ以第一行为例ꎬ在３８３０个观测值中ꎬ进入对照组和处理组

的样本分别为１２１１个、１２９１个ꎬ共损失１３２８个样本ꎮ

表５　 市长“相对竞争优势”与“经济福利”关系回归结果

因变量 ＡＴＴ 标准误 ｔ 值 总样本
共同取值范围样本数

对照组 处理组
样本损失

ＦＤＩ ２. ５９２３ ０. ８６５０ ３. ００∗∗∗ ３８３０ １２１１ １２９１ １３２８
税收 ０. １２９９ ０. ０７３１ １. ７８∗ ３８３０ １３８５ １８６８ ５７７

固定资产投资 ０. ４１３４ ０. ０７２５ ５. ７０∗∗∗ ３８３０ １３６４ １４０２ １０６４

　 　 注:∗∗∗、∗∗、∗分别表示１％ 、５％ 、１０％显著性水平

对于以上回归结果的解释ꎬ除了现有研究所认为的较年轻官员更具创业精神、精力充沛热情高[２３] 等

积极因素外ꎬ本文认为从相对消极的角度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以上回归结果ꎮ借用“理性经济人”概念ꎬ地方

官员是有着独立利益诉求的“谋利型政权经营者” [２３]ꎬ其诉求是在每一任任期结束后顺利晋升ꎬ这使得地

方官员在上级安排的提高辖区经济福利和环境福利两项任务上会权衡自己的利益得失ꎬ以自己利益最大

化作为行动指南:
(１)对待“经济福利”ꎬ年轻官员视其为经国大业ꎮ在与年长员竞争晋升资格的过程中ꎬ年轻官员在资

历、过往业绩等方面不具有优势ꎬ辖区内经济表现是其为数不多的向上级证明治理能力的显性指标ꎬ因为

相对于环境治理ꎬ经济发展更容易在较短周期内实现ꎮ
(２)对待“环境福利”ꎬ年轻官员存在机会主义倾向ꎮ在上下级政府间存在“不完全信息”情形下ꎬ同时

受到“在短期内取得政绩以换取竞争筹码”的目标激励ꎬ年轻官员容易产生以环境换经济的冲动ꎮ李佳佳

和罗能生(２０１６)的研究也曾发现ꎬ个别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实践中ꎬ会更加注重对易检测的固废和

废水的监管和治理ꎬ而对于易扩散不易被检测到的工业 ＳＯ２排放则疏于监管[２４]ꎬ两者的研究说明ꎬ地方官

员有足够的能力隐瞒辖区“环境状态”信息ꎮ

(二) 官员相对竞争优势与辖区环境福利水平

对“经济福利”的过度偏好ꎬ也导致了部分官员在环境治理上的机会主义倾向ꎬ甚至个别地区的经济

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居民生活质量为代价的ꎮ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些环境指标上(表６)ꎬ禀赋相似的城市ꎬ相
对年轻市长所任职城市的单位污染物排放程度显著高于相对年龄劣势官员担任市长的城市ꎬ同样增加一

单位 ＧＤＰꎬ较年轻市长所在城市的固废、废气、废水排放量分别高出５２吨、２１吨和６万吨ꎮ

表６　 市长“相对竞争优势”与“环境福利”关系回归结果

因变量 ＡＴＴ 标准误 ｔ 值 总样本
共同取值范围样本数

对照组 处理组
样本损失

固废 ５２. ５７１６ ５２. ５７１６ ２. ４１∗∗∗ １４５０ ７０４ ７３１ １５
废气 ２１. ６５９０ １２. ９１４５ １. ６８∗ ３８３０ ９９４ １１２２ １７１４
废水 ６. ２３４２ ３. ６７０２ １. ７０∗ ３８３０ １４０３ １４０４ １０６６

　 　 注:∗∗∗、∗∗、∗分别表示１％ 、５％ 、１０％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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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回归结果ꎬ除了常见的“重经济增长ꎬ轻环境治理”解释ꎬ本文认为也可能存在其他原因促使

参与竞争博弈中的官员根据不同的优劣势状态改变目标函数和决策方式ꎮ从相对年龄劣势官员的角度分析:
(１)若官员不具备相对年龄优势ꎬ有可能意识到自己晋升概率较小ꎬ此时的行为策略从“邀功”转向

“避责” [２３]ꎬ发展经济的热情也逐渐减弱ꎬ牺牲环境换取经济的行为也随之减少ꎮ
(２)官员在年龄上的相对劣势ꎬ从另一个角度意味着更长的从政年限ꎬ丰富的从政经验使这类官员更

加善于全盘统筹考虑[２５]ꎬ而不是将经济成就作为唯一的成绩单ꎮ如果说年轻官员的优势是敏锐地感知外

界经济局势变化并通过一门心思地搞好经济换取下一场晋升锦标赛的入场券ꎬ那么年长官员的优势则是

丰富的系统性管理工作经验ꎬ能够比年轻官员更好地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ꎮ因此反映在回归结

果中ꎬ擅长全盘统筹的较年长官员在“环境福利”表现上优于较年轻官员ꎮ

(三) 官员相对竞争优势与辖区环保治理投入

本部分通过对两项主动性正指标(环境治理投入、人均绿地)ꎬ分析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动机ꎮ表７显
示ꎬ在政府支出增速相同的前提下ꎬ相对年轻市长所任职城市的环境治理费用投入增加额比相对年龄劣势

官员担任市长的城市高２％ ꎬ似乎可以推论ꎬ同样增加一万元政府公共支出ꎬ较年轻市长分配给环境治理的

费用会比较年长市长多２００元ꎮ然而ꎬ对此回归结果ꎬ本文并不认为是具备相对竞争优势官员所做出的主动

行为ꎬ而是弥补经济上较激进行为所采取的“适度有为策略”ꎮＣｈｉｒｉｎｋｏ 和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１１)曾发现美国各州针

对不同的污染物州给予不同的环境税税率ꎬ以平衡财政收入和生态治理之间的冲突[２６]ꎮ虽然样本期内国

内尚未征收环境税ꎬ本文推测ꎬ作为地方主政者的市长可能也采取了类似的平衡策略ꎬ在经济与生态之间、
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辖区内企业、中央政府与公众)之间“踩跷跷板”———通过增加环境治理投入ꎬ弥
补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向影响ꎮ

为进一步证实“环境治理投入高２％ ”不是处于年龄相对优势的官员的主动行为ꎬ本文考察了另一个

能反映环境福利水平的指标———人均绿地面积ꎮ该指标在现阶段不是官员政绩成绩单中的考察项目ꎬ因此

可借助此指标从侧面考察官员对于城市环境投入的“主动性”ꎮ从回归结果来看ꎬ在相同人口增速前提下ꎬ
相对年轻市长所任职城市的人均绿地增长量明显低于相对年龄劣势官员担任市长的城市ꎬ平均增速低２.
５７公顷 /万人ꎮ可以合理推测ꎬ重视“环境治理投入”指标ꎬ只是年轻市长适度有为策略的行为结果ꎬ因为这

项指标更可能被列为绩效考核项目ꎮ

表７　 市长“相对竞争优势”与“环境福利”关系回归结果

因变量 ＡＴＴ 标准误 ｔ 值 总样本
共同取值范围样本数

对照组 处理组
损失样本

人均绿地 － ２. ５７２０ １. １７００ － ２. １９∗∗ ３８３０ １３６６ １４０１ １０６３

环境治理投入 ０. ０２０５ ０. ００９２ ２. ２３∗∗ ３８３０ ６００ ５５２ ２５６７

　 　 注:∗∗∗、∗∗、∗分别表示１％ 、５％ 、１０％显著性水平

六、 稳健性检验

如果匹配后所有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均值偏误都能大幅降低ꎬ则意味着不同组别的个体特征

(包括城市特征和市长特征)差异得到了大幅消除ꎬ配对样本具有高度相似性ꎮ从表８的统计指标看ꎬ匹配

后的数据质量有所提高:(１)相比于匹配前ꎬ变量匹配后的标准化偏差小于１０％ ꎮ只是人均 ＧＤＰ 和人均财

政支出的偏差分别为１１. ８％和１２. ８％ ꎬ似乎可接受ꎻ(２)多数变量经匹配处理后的 ｔ 检验不显著ꎬ说明不拒

绝“处理组和对照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ꎮ人均 ＧＤＰ 和人均财政支出在匹配处理后的 ｔ 值虽仍显著ꎬ但
相比于匹配前已有所提高ꎻ(３)对比匹配前的结果ꎬ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得以约简ꎬ图２更直观地显示

出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在匹配后大幅缩小ꎮ综合以上结果ꎬ本文认为数据总体上通过平衡性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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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ＰＳＭ 平衡性检验

匹配变量 处理组 对照组 标准化偏差(％ ) 偏差约简(％ ) ｔ 检验 ｐ > ｜ ｔ ｜
城市:人口

密度

匹配前 ２３６１４ １８７７７ １４. ３０ ３. ５９ ０. ００
匹配后 ２３６１４ ２７６１２ － １１. ８０ １７. ４０ － １. ７６ ０. ０８

城市:人均

财政支出

匹配前 １１５４. ４ ９３７. ７６ ２０. ８０ ５. ２１ ０. ００
匹配后 １１５４. ４ １１０５. ５ ４. ７０ ７７. ４０ １. １８ ０. ２４

城市:人均

ＧＤＰ
匹配前 ３６２２. ５ ３１０１. １ １４. ８０ ３. ７１ ０. ００
匹配后 ３６２２. ５ ４０７４. ５ － １２. ８０ １３. ３０ － ２. ２６ ０. ０２

市长:性别
匹配前 ０. ９６０７ ０. ９４０６ ９. ３０ ２. ３４ ０. ０２
匹配后 ０. ９６０７ ０. ９５４６ ２. ８０ ６９. ３０ ０. ７８ ０. ４４

市长:工作

经历

匹配前 ０. ５６２４ ０. ６０２１ － ８. １０ － ２. ０２ ０. ０４
匹配后 ０. ５６２４ ０. ５８４８ － ４. ５０ ４３. ７０ － １. １５ ０. ２５

市长:教育

水平

匹配前 ２. ５７４０ ３. ０７０８ － ６５. ７０ － １６. ４７ ０. ００
匹配后 ２. ５７４０ ２. ５９６３ － ３. ００ ９５. ５０ － ０. ７１ ０. ４８

此外ꎬ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时ꎬ除了一对一匹配ꎬ还有近邻匹配、一对多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局部

线性回归匹配和马氏匹配等不同的匹配方法ꎬ不同方法的结果相似ꎬ说明结果是稳健的ꎬ不依赖于具体

方法ꎮ

七、 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官员治理结构中的晋升制度将地方政府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之下ꎬ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ꎬ
但“晋升锦标赛”也可能带来高昂的发展代价ꎬ本文从官员竞争博弈视角探讨了官员策略变化对辖区环境

福利的影响ꎮ从实证结果来看ꎬ在晋升锦标赛体系下ꎬ官员会根据自身及竞争对手的优劣势评估ꎬ进而采取

不同的反应策略:(１)较年轻官员希望在每个阶段任期的政绩都保持良好记录和向上势头ꎬ倾向于通过在

短时间内显著提高辖区内的经济绩效这一“硬成绩”向中央政府证明治理能力ꎬ以换取获得晋升的机会ꎮ
作为弥补ꎬ较年轻官员会采取“踩跷跷板”策略ꎬ在一些显性指标上“适度有为”ꎬ例如提高环保投入占政府

支出中的比例ꎬ以回应中央及公众对环境治理的关切ꎻ(２)较年长官员的优势是擅长全盘统筹考虑ꎬ能更

好地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ꎬ通过更稳健的平衡发展方式获得晋升可能ꎮ

(二) 政策启示

１. 晋升制度能够有效激励官员有所作为ꎬ但未来需要继续推进考核清单调整ꎮ在改革开放初期ꎬ我国所

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ꎬ中央政府通过采用晋

升激励制度ꎬ把提升全民经济福利水平的愿望有效转化、分解为地方官员发展辖区经济的实际行动ꎬ证实了

晋升制度本身的可操作性ꎮ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ꎬ我们也有必要再次审视晋升制度存在与人民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加快在晋升考核体系中融

入“绿色 ＧＤ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五大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等新发展思维ꎬ切实把环境指标纳入地方

政府考核指标体系ꎮ在这点上ꎬ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近期都已有所行动ꎬ例如于２０１８年开征的环保

税ꎬ国务院已明确将税收收入全部作为地方收入ꎬ海南也将于２０１８年取消部分市县 ＧＤ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的考核ꎬ把生态环境保护立为负面扣分和一票否决事项ꎮ这些措施表明政府已经从单一发展经济向经济、生
态文明等多目标发展展开了实质性探索ꎬ相信经过调整后的晋升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地方官员治理辖区内污

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ꎬ促进经济绩效向环境绩效的良性转换ꎬ实现社会整体福利帕累托改进ꎮ
２. 强化官员的全局意识ꎬ鼓励官员由“为增长而竞争”向“为和谐而竞争”转变ꎮ中央虽然在近年注重

年轻、知识型干部培养ꎬ充分发挥了年轻干部在提振地方经济中的主观能动性ꎬ但必须承认ꎬ在现有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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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代理”关系下ꎬ部分官员还存在只注重向上负责、全局意思薄弱等缺点ꎬ作为地方政府真正应该服务

的对象———公众、官员对其良好生活环境的诉求反而容易忽视ꎮ官员在“晋升竞标赛”的激励下能够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是事实ꎬ但很可能只是“部分事实”ꎬ即官员在以绩效为主要考核目标的“晋升竞标赛”中ꎬ官员会

因为急于在短期内做出政绩而关注短期发展ꎬ而这种经济绩效却是以牺牲“非经济福利”为代价的ꎮ对此ꎬ必
须强化官员的全局意识ꎬ可考虑老少搭配的方式ꎬ创新地方领导班子组合ꎬ促进官员深刻理解生态和环境保

护是一项具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属性的事业ꎬ鼓励官员由“为增长而竞争”向“为和谐而竞争”转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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